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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我认知与当代俄罗斯文学 
 

侯玮红 
 

 
    在任何一个民族社会意识的构成中，都存在着某种核心的理念，它是这个民族关于自我身份
的定位与思考，是它在整个世界历史与文化发展中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性格特征、精神构建乃至天

赋使命，这就是民族的自我认知。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自其建立之初，就踏上

了一条寻求民族自我认知的艰辛道路；而俄罗斯文学，也经由她在这条道路上的不懈求索而愈发

彰显出其伟大与深邃来。 
    对于俄罗斯社会思想来说，民族身份问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却是
每个时代都需要面对的传统问题。“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它的命运又将如何？”长期以来俄罗斯

文学的发展都伴随着对这个问题的叩问，而对它的回答也一直是社会思想发展的风向标。 
    18世纪初，愚昧落后、各方面发展都黯淡无光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的强权统治下一举迈入西
方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在建立帝国的征途上，俄罗斯文化应和了西方启蒙运动的号角，从古老传

统的教会文化走向新的世界图景的建立和新的知识源泉的开掘。在宣传科学、启蒙理性、倡导与

宗教神话全然不同的世界观的充满激情的时代，兼科学家和艺术家、学者和诗人于一身的罗蒙诺

索夫以及拉吉舍夫等著名作家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倡导自由观念。这个阶段一方面具有从宗教迷

信到建立秩序、法律、规则、全面向西方学习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因为它是自上而下的一种强力

推动，一开始就激起了赞成与反对两种势力的较量，所以从此埋下了两种力量斗争的种子。这之

后直至今天，每当历史上转折性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心灵都会面临西方还是东方的两难选择、欧

洲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对话。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吸取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既凸显本民族特色，又揭示
人类普遍情感、寻求人类最高理想的道路；既开启了本国人民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心灵与智慧，也

终于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存在，迎来了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许多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如别林

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同时也是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革命者。他们用自

己的文章和行动启蒙民众的民主主义思想，号召其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80 年发表的《普希金演说》，第一次在西方派和斯拉夫主义的争论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思想：他
论证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使命，认为它是全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他强调“要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

人，就意味着要成为所有人、整个人类的兄弟”。他在普希金这位民族诗人的身上看到了“全人

类性”，认为普希金掌握其他文化传统的能力、普希金“对全世界的同情心”就是俄罗斯文化的

主要特征。这篇演讲把握到了俄罗斯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定位，预示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伟大方

向。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代代文坛巨擘都为确立俄罗斯

民族精神的核心理念、寻求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发展道路做出过坚实的努力。 
    经历了始于国内战争、终于苏联悲剧性解体的 20 世纪的多重考验，俄罗斯重又站在历史选
择的岔路口上。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国家剧变所带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缺失的形势下，俄罗斯再

次面临本民族文化建构和心理认同的深刻危机。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俄罗斯文学依然在民族自我认

知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土壤派思想为根基的“乡村散文”在农村中寻找民族生活的基础，赋予农民和土地以特殊
的精神意义。代表作家拉斯普京通过《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这部中篇小说表达了这样的思

想：俄罗斯民族的拯救之路在于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乡村大地，在于能够使人感受到美妙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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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俄语语言，在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归宿——东正教，也在于绝不软弱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可以

说，“乡村散文”所表现的对象不只是农村的居民，更是作为 20世纪充满了复杂性和悲剧性存在
的俄罗斯人，是在俄罗斯剧变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它所寻找的也不仅是农村问题的解决之道，更

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战争文学通过对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描绘与反思，串联起 20
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分析国家与民族发展中的成败得失，如格拉宁的《我的中尉》、弗拉基莫夫

的《将军和他的部队》等。还有的作品开始大胆表现战争中的人性，战争对于人类造成的灾难，

甚至颠覆传统观点，对一些战争进行了否定，如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的和被处死的》《真想

活啊》等。 
    知识分子小说则常常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通过剖析其心路历程及命运沉浮来展现俄罗斯民
族特性，探究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由一位年过半百却一无

所成的文学家的独白构成。在以往的作品中，马卡宁总是善于运用一些固定的社会意识形象来准

确无误地记录时代的社会与心理特征。这些形象都具有强大的隐喻力量，是整个世界和人的心灵

的形象。苏联解体后，马卡宁笔下增加了象征极权专制对人们心理造成阴影的新的意识形象，如

《铺着呢布，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中的“桌子”、《中和的情节》中的“排队情结”、《出

入孔》中的“人群”等等。在《地下人，或当代英雄》这部长篇巨作中，从人物形象到他们身处

的各种空间层次，都出现了数个多层次的、包罗万象的隐喻，如筒子楼、走廊、地下与地下人等，

通过这些形象挖掘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更展现了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民族个性。乌利茨卡娅的

《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瓦尔拉莫夫的《圆顶》通过知识分子主人公的一生际遇反映了国家与

时代的变迁，探寻存在的意义，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作品中的人物既向往另一个美好的世界，

又怀疑它的存在。于是，不得不置身于现实与非现实、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尴尬处境，这正是当

代俄罗斯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疑惑和徘徊心态的真实写照。 
    一批怀旧苏联的作品通过对苏联的记忆完成民族身份的寻找。另外，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人
得以站在两种体制的交界处审视人类的发展方向，现实的混乱加重了人们对于建立理想社会的破

灭感。于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兴盛成为近二十年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路很长》《夜

猎》《野猫精》等反乌托邦小说通过寓言般的故事警示人类可能走向的另一个极端。城市青年小

说把目光聚焦当下，书写自己身边的生活、自己同龄人的生活，通过描写年轻人的痛苦、迷茫、

无奈和深刻的孤独，说明他们所面对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在和未来，以及苏联解体后部分青年人

令人担忧的现实状态，试图探索拯救自己、拯救大家的切实可行的出路与措施。新俄罗斯文学所

塑造的当今时代新的“多余人”、新的“小人物”和新的“新人”形象，实现了与 19世纪经典文
学中经典人物的对接，传承着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探究和民族出路的探索。 
    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二十多年的波折求索后，俄罗斯知识分子发出重建主流意识形态、重归
文学中心地位的呼吁，希冀通过文学的巨大力量建构俄罗斯新的社会意识，进一步探索民族身份

认同问题，为俄罗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寻求支撑。 


